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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明清时期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关系研究为主线，通过采用具体史籍资料、数据和一

定的经济计量工具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土地关系与农民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发

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土地制度改革

是该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解、在大多数时间内地权分配较平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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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的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的最后形式或最完备形式，它在整个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从制度经

济学视角探讨其演变的内在逻辑或机理及其对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的诱发影响。

一、封建社会土地关系演变逻辑

　　地主制经济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包

括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各类官公田地公有或国有制

在内所形成的各类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构成的

整个经济体制（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商业）［１］，主要由

２个部分组成：一是土地产权，二是封建依附关系。

从总体来看，从秦汉至清末，中国封建地主制经

济的发展充满一系列曲折过程，与其相适应的土地

关系也经历了不断变迁过程。应该说，自建立土地

私有制以来，一直存在着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地

主土地私有制所蕴含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就是

土地兼并规律。地主兼并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

农业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而是为了将其出租给无地

农民以获得地租。因此，其结果必然“导致互相对

立的两极：一极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另一极是

土地经营权的高度分散”［２］。

虽然学术界对封建土地制度演变进行多学科研

究，但是缺乏从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历史地对这种

演变进行分析。笔者通过对地主制经济形成以后各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关系的研究，对导致土地关

系变化的轨迹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梳理。应

该说，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主要有以下 ６个

因素。

第一，租税徭役制度。租税结构是促成地权分

配高度集中的主因。租税大致可分为“田税”和“人

头税”。这２种税都因土地所有权之存在而发生，

其总税负变成了急骤累退的税率———每单位产量或

收入所负担之总税额随土地拥有量的上升而递减。

这样，在税负重而又高度累退的租税结构下，在很小

一块土地上进行生产的农民每年的净所得甚至可能

不足以缴税。这导致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在无法扩大

其土地拥有量的情形下，只好放弃土地、举家逃亡，

土地因而被荒芜；而更多的小农则把其田地献给富



豪即“带产投靠”以求荫庇。对田产巨大的富豪巨

室而言，其再扩充田产不仅可以享受到一定“规模

经济效益”，更可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来耕作土地。

因此，累退租税结构的后果便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人民弃产逃亡或带产依托豪强—政府课税基础日益

缩小—提高税率—更多农民带产投靠。

第二，社会阶级结构与人身依附关系。地主阶

级通过直接的超经济强制控制农民，使其对自己产

生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一个社会中权贵官僚地

主阶级占统治地位时，他们往往拥有足够的权势来

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造成土地分配不平均；他们也

会向国家隐瞒收入、逃避赋税从而导致国家机器内

部的虚弱。而广大农民尤其是自耕农处于主导地位

时，其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农民小

土地所有制的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这样整个社

会的地权分配比较平均，农民阶级拥有合适的土地

进行生产，并与商品市场发生密切关系。

第三，商业资金流向农村。虽然经商收益率高

于务农，但是在重农思想影响下，商人获得财富后往

往把资金投向农业、购买土地。从个体方面看，商人

从农民手中买到土地变为地主，加剧了地权的集中；

从总体方面看，商人作为增加的土地需求者，使土地

供给者议价能力提高，且其参与土地市场竞争后会

削弱原有地主势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土地

集中的趋势。在农业吸收过量人力、资金以及课税

繁重的情况下，农业投资净收益率比其他生产部门

低很多，可是商业资金仍大量涌向农村，即所谓的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资源

配置与其收益率成正比的规律。可以说，重农思想

妨害了生产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它导致买地之

风盛行，促使耕地价格迅速上涨，土地投资收益率急

剧下降，资源分配更不合理。

第四，人口增长。人地之间的数量关系伴随着

朝代更迭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一般来说，新王朝

建立之初大多地广人稀，人地关系宽松，旧有土地关

系因战乱而被打破，地权趋向分散；随着时间的推

移，经过买卖兼并，地权又趋向集中。同时，人口增

加，人地关系更为紧张。这样，在全国耕地扩张受到

天然限制时，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土地

市场更加活跃，在土地可自由买卖的制度下，土地分

配趋向平均。

第五，战乱与垦荒。战乱使富豪巨室获得更多

依附自己的农民及土地，一旦战事停止，他们就利用

农民从事生产，为自己继续扩大田产创造条件，从而

加速了地权的集中；另外，由富豪地主组织的开垦行

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私有土地的集中性。在封

建历史上，建朝之初的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政策和

措施鼓励人民垦荒、承认其土地所有权，也会没收前

朝王公贵族私有土地重新划归公田，并将其分配给

佃户或赏赐给新贵与功勋，这无疑都会促进土地分

配平均化。

第六，土地私有制演变。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

私有制自身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范围内进

行的一系列自我调整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从而为土地关系正常发展、

土地平均分配、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开辟了广阔空间。

总之，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晰地

刻画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演变的轨迹，即土地

关系逐渐沿着松解的路径演进。

二、明清时期土地关系的演变

　　（一）土地所有制改革

明清官田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卫所屯田私有化，

其次是买卖。屯田被侵占典卖，籽粒无着落，财政收

入锐减而开支剧增，改屯田为民田则成为必然趋势。

我们可以建立制度模型进行分析：乙方是封建

政府，甲方是地主阶级（假设其因拥有众多土地，在

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封建权势），甲乙两方存在契约

关系，即地主阶级要定期向乙方缴纳一定赋税。现

在，甲方进行土地兼并，造成自耕农失地。当存在契

约双方信息不对称（可能由政府监管不力或地主权

势嚣张到可能蒙蔽政府等因素造成）的情况时，乙

方对甲方实际控制的土地规模和租佃农数量并不能

准确把握；在甲方拥有相当权势的情况下，他们可以

凭借手中权力故意逃避向乙方应缴的赋税（其拥有

的实际土地数量及人口均增加，但契约中的数量并

未变化），还会将一定的本应承担的赋税转嫁给佃

农，且“自下而上”隐瞒这一事实。这时制度模型中

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风险”———甲方采取

了乙方所无法观测和监督的隐藏性行动或不行动，

从而导致乙方利益损失（在这里表现为政府赋税收

入锐减、社会不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政权变迁）。更

进一步说，受到限制的契约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

者不用承担全部行为后果造成的损失（地主可转嫁

赋税）。这一“道德风险”的负面效应逐渐积累，最

终引致中央政府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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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叶以后改革屯田的主要方法是：由朝廷

批准，将荒芜的屯田招人开垦，垦者纳粮，永远为业；

这样一来国有土地就向私有土地转化，军田向民田

转化。到了清代，则主要体现为依靠政府权力直接

把更名田划拨给民户。

明清时期官田私有化的另一途径则是勋贵私有

土地的扩张———明代勋贵主要通过乞赐获得官田，

也通过权势侵夺或强买来扩大其庄田面积。清代则

凭借国家权力大规模圈占土地并按军功分封给满洲

贵族———“这一与政治特权紧密联系的行为随着社

会的发展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更多的则是在顺

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购买来兼并土

地”［３］。

明清时期的屯田和皇庄都是由国家作为土地所

有者和主权者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种情况下屯

军、壮丁在政治、经济上和国家发生封建依附关系。

在地主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对

劳动者所实施的超经济强制尤为残酷，不但使劳动

者丧失了人身自由，封建剥削也十分苛重。因此，随

着屯田、旗地向民田转化，劳动者（屯军、壮丁等）获

得解放，僵化的土地又进入买卖领域，封建土地关系

得到松解。明代民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８６％，清

代民田所占比重则为９０％左右［１］①。

造成清代地权分散主要有４个原因：农民和地

主均可继承祖产；大量“更名田”为农民所有、少量

被地主豪强侵占；官田在转向民田化的过程中有相

当一部分耕地为农民所占有；更重要的即为“垦荒”

政策造就了数量众多的自耕农。

整个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和土地买卖关系发展，地权的转移随时间的推移愈

加频繁，从而导致封建土地关系松解。

（二）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即股份

制，明朝中叶已存在的“一田多主”是其典型写照。

到了清代，这种制度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得到推广，不

仅是民田，卫所屯田也相继出现了股份所有制。

农民主要通过２条途径获得土地股份：一是为

地主开垦荒地时，通过垦荒开拓花费了工本，从而从

原土地所有者那里获得一部分土地所有权，这是以

工本为形式的股份所有制；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购

买，如赔价、顶首等。这样，原来的地主垄断土地的

私有制逐渐朝“一田多主”的方向发展。造成这种

状况有３个原因：第一，在某一特定时期和地区，由

于战争或特定的地域因素，导致荒地多、劳动力人口

少或者资金不足，地主无力自行开垦，只好以分割地

权为条件招徕开垦者；第二，政府对田皮、田骨的分

离及其更加细化分割的认可，在法律上鼓励了土地

股份所有制；第三，有田者为了逃避赋役负担，而将

土地部分所有权和收益权出让。

此外，以“永佃制”为典型象征的另一种土地关

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永佃制下田地产权分为２层：

业主握有所有权，称田骨或田底，佃农握有使用权，

称田皮或田面；业主有收租权，并向政府纳田粮，佃

农有耕种土地之权，只纳租不负担田赋。由这种土

地关系所带来的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得

地主对田骨（田底）、佃农对田皮（田面）各自独立地

享有占有、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在明清时期的永佃制中，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

间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即地主保留土地

所有权，而将经营土地的权利让渡给更有专业化生

产能力的代理人即农民。委托人关注的是自己所拥

有财富的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的是总效用的最大

化。这种效用函数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

突。地主期望农民能“不眠不休”地“高效率”劳

作，但是农民要进行一定权衡并且显然不可能像地

主所期望的那样工作。“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就在

于委托人能否设立一个合理有效的‘最优契约’来

激励代理人。”［４］永佃制下地主和农民在委托代理关

系的基础上进行的长期动态博弈最终会达到一个相

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农民可进行决策，并相对独

立地进行劳作和生产经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

积极性，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同时地主对农民的

经济行为进行监督，防范其偷懒或产生“道德风

险”。最终，地主和农民对剩余产品的分配能在二

者的效用函数上同时达到均衡。

需要强调的是，永佃制租佃关系与土地股份所

有制的区别在于：永佃制下田皮和田骨是按产权性

质分割，例如田骨所有人没有使用权，若他也来耕种

田地，则是侵权行为，可引起诉讼。２种物权不在同

一市场上，市价多有区别，田骨、田皮执有人的义务

也不同。而在土地股份所有制下，土地股权按数量

分割，各股东拥有的股份性质相同，其权利义务也相

同，股权都在同一市场上，市价相同。此时不仅有田

骨、田皮的买卖，并且把田皮分成若干份分别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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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农民或豪强侵占，或被圈占为旗地。清廷数次下诏将这些土地收归国家所

有，并为加速垦荒、增加赋税收入而通过分给与变价方式将其转给民户。



行为也不鲜见（田骨亦如此）；而永佃制下仅有田皮

和田骨的二者分离而无田皮（田骨）的再细分。在

这种情况下，只以田骨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认

识有片面性，无论从土地价格、收益分配或政府法令

看，这种类型的土地所有者都在２个人以上。因此，

这种地权计算方法得出的地权高度集中的结论并不

正确，土地的分配实际上比较分散，所以不能“简单

地把永佃制和土地股份所有制混为一谈，而是应该

在看待具体土地关系和土地分配状况时，相对剥离

开二者的实质以及各自所起的作用”［５］。

明清时期以永佃制和土地股份所有制为代表的

土地制度变革，促进了土地关系进一步松解，地权分

配逐渐分散，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地租的分配及具体形态

明清时期，地租的具体形式也在逐渐变化，其中

一个显著的变化趋势就是实物分成租向实物定额租

过渡。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佃农经济

力量有所增强，他们拥有了更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

生活资料。这时地主不再负担生产资料和农田经营

成本，而农民承担着全部的经营成本，他们的独立经

营能力加强，剩余产品增加。由于农民并不愿意把

自己扩大的劳动成果继续与地主分享①。这就出现

了矛盾———地主要求增租而农民要求减租，催化了

定额租的发展。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定额租已在

全国大多数省份推行，且在各种地租形式中居主要

地位。每块耕地租额固定化，使得地主收取押租和

预收地租时有了数量上的标准和依据，也使得押租

制和预租制的产生和发展有了可能。其中预租制有

实物租和货币租２种形式，货币预租是最常见的。

定额租制下的地主土地私有权发生了重要变

化，即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经营权逐渐以一种

独立的权利形态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特别是押租

制流行以后，佃农向地主支付押租（押金）所取得的

经营权可有偿转让。

（四）土地买卖关系的变化

中国的土地买卖从唐宋至明清逐渐发展：唐宋

时对土地买卖典当有诸多限制，且规定须“先尽亲

邻”；元代虽对亲邻买卖放松要求，但增强了朝廷控

制，如官员的参与以及各种手续的设置；明清时期，

已没有所谓的“亲邻优先权”规定或者有关手续和

官员参与的要求，朝廷关心的只是土地所有权转移

过程中的税契。此时，“推收”（即新业主需要依例

报税，把田赋数额由原业主名下开除出户并过割到

新业主户下）成为土地买卖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明清时期，土地买卖中宗法宗族关系松弛，土地

买卖的桎梏被打破，再加上政府对“优先购买权”的

禁止和对市场价格的扶持，实现了自由买卖。在商

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人们对土地买卖价格和收益

的追求行为普遍化，卖主择高价而卖，回赎时买主要

求卖主以时价赎回，亲房买卖时买主也不能肆意压

价。随着土地买卖自由化趋势成为主流，土地也越

来越以一个商品的角色出现在社会经济中。

（五）从基尼系数看地权分配

由表１［６］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地权分配状况很

少出现基尼系数过高的情况，土地分配总体上并非

过于不均，基尼系数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明清时期基

尼系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地权分配周期：从康熙四

十五年到乾隆二十一年，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乾隆

二十一年以后，基尼系数陆续下降。地权分配的变

动受到２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土地市场的条件（宽

松与否），支配地主户购买田地的可能速度，即田地

集中的速度，它由地价和地主财富积累程度来决定；

二是中国传统的遗产分配制度，即支配财产分散的

速度，它受到人口增长速度、家庭富裕程度等影响。

这２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基尼系数是上升还是

下降，其相对强度之变化导致了地权分配的周期性

变动。事实上，地权分配周期也与王朝治乱周期有

一定相关关系：每个朝代兴起之初，土地分配状况良

好，农村分化不显著；该朝代进入中期以后，地主开

始兼并活动，农村两极分化，土地分配状况日趋恶

化，并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三、明清时期土地关系变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期，封建土地关系松解，主佃间依附关系松解，封建

宗法势力逐步削弱，封建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人们

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从农民的角度看：明清时期土地关系基本正常，

地权分配比较平均，农民受到的剥削减弱，生产、生

活上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再加上当时国家的扶植和

鼓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很高，所获得的

产品及剩余产品相应增加，其经济行为也相应发生

变化：他们将其用以购买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投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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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若仍采用分成租形式，剩余产品总量加大，地主相应分得的地租

也就增加；但这些增加的剩余产品是农民辛苦得来的，他们并不愿意无偿献给

地主，而是希望自己保留以作为辛勤劳动的补偿。



表１ 明清时期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

时间 地点 基尼系数

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 安徽休宁县十一、十二、十五都 ０．３５４

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 ０．６３８

明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 ０．６０６

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 ０．５９４

清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００６

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０６０

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１２６

清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１５０

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１７６

清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２１０

清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 ０．２０４

清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 安徽休宁县三都十二图 ０．３８２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安徽休宁县十三都三图（某甲） ０．４５８

康熙五年（１６６６） 江苏长洲县下二十一都二十图 ０．７８４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江苏长洲县十八都三十一图 ０．５８２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浙江遂安县（某图） ０．６３２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浙江遂安县（某图） ０．７１２

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５６６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６０４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６４８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６４６

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６７０

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６９６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河北获鹿县三社四甲 ０．６２２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 陕西朝邑县加里庄 ０．２９９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 陕西朝邑县加里庄 ０．３４１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陕西朝邑县加里庄 ０．２８９

光绪十六年（１８３６） 陕西朝邑县下鱼坡 ０．４８１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陕西朝邑县乌牛村 ０．３６１

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陕西朝邑县乌牛村 ０．２７４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陕西朝邑县雷村 ０．３５０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９） 陕西朝邑县雷村 ０．３０１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陕西朝邑县雷村 ０．２６６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陕西朝邑县雷村 ０．３８６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 陕西朝邑县广济村 ０．４０３

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７３） 陕西朝邑县南韩村 ０．２３７

嘉庆十年（１８１３） 陕西朝邑县北韩村 ０．４４１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陕西朝邑县东林村 ０．４３５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陕西朝邑县营田村 ０．２７６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陕西韩成县张带村 ０．３５６

产领域；他们将剩余产品投放到市场中进行交易，间

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笔者认为，农业生产、商品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

文明繁荣都与土地关系的合理性紧密相关。明清时

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直接刺激了人们在土地买

卖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也使得土地商品化成

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的

产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雇工同地主制经济几乎是

同时出现的，但长期以来这种雇佣关系受到土地关

系的制约，封建依附关系强烈，明清时期庶民类型经

营地主迅速崛起，取代贵族缙绅地主成为地主阶级

中的主要力量，其主要由商人地主及“力农起家致

富”者（即富裕农民）构成。他们虽占有土地，但这

种小土地所有制与过去的地主所有制不同，他们与

雇工所形成的雇佣关系开始突破过去等级阶级的桎

梏，农民阶级逐渐摆脱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

获得更多自由和权益，并促成直接经营和雇工经营

的发展，这类地主成为了萌芽状态的农业资本家，他

们不只为实现自给自足而生产，还进行商品生产，并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进行生产。由这类经营所形

成的雇佣关系逐渐向自由雇佣关系过渡，农业经营

中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１５世纪的嘉靖、万历年

间（１５２２～１６１９），但它的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

呈现停滞状况。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封建专制

政权的束缚和掠夺；地租侵蚀利润；工农结合的小农

经济体制的顽固性；城市工商业不发达等。但最根

本的原因是地主制经济和土地关系的制约。

明代中期以前、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地主制经济

运行基本正常，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农民

经济生活改善、产量提高、购买力提高，对市场需求

增加，农产品商品化，手工业、商业、农业迅速发展。

自由雇工出现后，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纷

纷出现，对外贸易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易也空前发展，

此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显现勃勃生机。

随后地主所有制逐渐偏离正常轨道，地主阶级

开始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地主阶级权势嚣张，自耕农

失去土地且大量向租佃农转化。再加上严重的赋役

负担压榨，农民经济条件恶化，农村经济走向萧条。

在明末清初、清末战火纷飞之际，农民求生乏术，对

市场的需求由盛而衰，市场经济萎缩，这就使刚刚发

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农业、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资本

主义萌芽转入停滞，甚至开始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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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人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

澜的作用。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积累了财富，但在根

深蒂固的“以商起家、以农为本”思想作用下，再加

上一定时期国家抑商重税政策的挤压，导致他们致

富以后就把大量财富用来购买“不忧水火、不忧盗

贼”的地产，从而成为商人地主，甚至再买官、向官

僚地主转化，从而出现争购土地的热潮。这种状况

一方面加剧了地权集中，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发

展的停滞；另一方面，这些盈利并没有用来扩张工商

业发展，商业资本难以向产业资本转移，严重制约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

逐渐丧失了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可能性，而沉淀于土

地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兼并之下的土地所

有权的频繁转移、土地经营权以及所有权不断分离

的过程，就是一个消解和沉淀社会资本的过程，最终

导致社会经济陷入一种发展迟滞的状态之中。

可以说，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且发展

缓慢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但又不能持续发展的结

果。中国地主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此容

易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其内部结构的坚固性和该

制度本质的制约性，使已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

发展壮大。究其原因，则在于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的

土地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生产关系。

四、结　语

　　地权分配平均与否和特定时期的国家政策、社

会阶级结构、商品经济以及农业发展、社会思想文化

状况等背景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

解，土地分配相对平均，与这一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

有关。明清时期土地关系的变化所引发的制度变迁

的直接后果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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